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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
理论机制、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

欧阳日辉 1，刘昱宏 1，2

（1.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81；2. 中国市场学会 研究部，北京 100069）

摘 要：近年来，数据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

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

和倍增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界定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概念，基于转换倍增和循环倍增路

径推导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模型，构建了链式决策优化的分析框架，论证了数据要素通过在宏观层面驱动要素

配置决策和在微观层面驱动企业运行决策两条路径产生倍增效应。在实践中，数据要素积累不充分、运用不完善

和规制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必须在要

素层健全数据整合机制、在产业层丰富数据应用场景、在制度层完善规章制度，强化数据要素供给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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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5G等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既促进了数据

的海量生产、流通和使用，又为数据的要素化和开发利用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技术支撑。2017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并讲话时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

展的新阶段。”“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

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数字经济高速发

展。《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 2万亿元，总量稳

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 10. 3%，占 GDP的比重提升至 41. 5%［2］。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愈发突出，已逐渐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数据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产

物，中国具有数据生产和应用优势。IDC 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数据量规模将从 2022 年的 2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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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增长至 2027年的 76. 6 ZB，年均增长率达到 26. 3%，居世界第一［3］。近年来，数据要素正逐

渐成为继劳动、资本和技术之后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可见，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取得了显著进展。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数据要素的作用，强调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

关键生产要素。2020年 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

意见》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2022年 1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充分发

挥数据要素价值作出重要部署，并提出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2022年6月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时强调，“数据基础制度

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效

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体系。”［4］2022年 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构建适应数据特征、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彰

显创新引领的数据基础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

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5］。
学术界普遍认为，数据要素具备某种特殊的倍增效应，能在经济系统中释放出数倍于初始系

统的倍增价值，但鲜有文献从理论上论述数据要素如何发挥倍增效应，也缺乏对其内在逻辑与作

用机理的深入论证。基于此，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数据要素如何发挥倍增效应？数据要素如何释

放潜能和价值？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影响

数据要素发挥倍增效应的制约因素，并从要素层、产业层和制度层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要素纳入生

产要素体系之中，部署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的关键

生产要素，是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基础，在技术—经济新范式的构建中具有重要价值。这

是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支撑。学术界关于数据

要素价值及其实现机理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视角：

其一，关于数据要素价值认知的研究。蔡跃洲和马文君［6］认为，数据要素区别于原始数据，

是一种具有生产效应、可描述的、更小范围的、能作用于其他客体的、具备特殊作用的有效信

息。佩蕾丝［7］认为，数据要素具备非要素性数据缺乏的创造力和实现价值的能力。一方面，数

据本身具有显著的大规模可得性与低成本性，具备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前提条件。数据要素的使

能性（Enabling Technologies）促使使用者加大对数据的投入，有利于现有条件下生产状况的改善

与技术水平的进步［8］。随着此类通用目的技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s） 的演变、

发展和应用，传统产业运用数据提升生产效率将有更广阔的空间［9］。另一方面，数据来源于生

产和生活，以生产要素形式存在的数据是经人类劳动行为加工所产生的副产品，Agrawal等［10］认

为，数据的使用有利于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形成，数据要素通过关联相关知识产生决策信息，继而

促使生产活动的路线更加明确，降低生产的不确定性，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有力路径［11］。
其二，关于数据要素价值倍增方式的研究。研究者将数据要素增值方式的具体路径归纳为直

接增值和间接增值。第一，直接增值是数据要素直接释放价值的一种能力。数据要素从根源上蕴

含个人的劳动，亦可视之为劳动的从属，其本身具有价值属性，在生产活动中能直接释放经济价

值［12］。这主要依赖于三种方式：一是数据要素直接促进知识的生产。数据要素通过叠加与积累

的过程，推动一系列经济活动中的知识水平上升到新的层次，在生产与组织管理中能显著提升价

值创造的效率［13］。二是数据要素直接优化匹配效率。数据要素的流通意味着有效信息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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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5G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扩大信息的交互、减少供

需双方的信息壁垒。在此基础上，企业能准确地为用户提供更为精细化的服务与产品，消费者能

在市场中完成更高质量的交易与反馈［14］。三是数据要素直接推动科技研发和技术水平跃升。

2010年以来，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5G等数字技术逐步深入应用，推动传统产

业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催生了一系列新产业、新技术、新服务和新模式。数据要素是数字

技术应用的副产品，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

二，间接增值是指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结合辅助价值释放的一种过程，是实现数据价值增值的关

键途径。数据要素基于算力、算法和模型才能创造价值，数据要素创造价值的基本路径有三条：

价值倍增（提升传统单一要素生产效率）、资源优化（优化传统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发创新

（激活其他要素替代传统要素的投入和功能）［15］。一方面，数据要素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与劳动、资本和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融合，推动最终产品的生

产［16］，提高单一要素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在生产中完成样本数据的扩充与要素赋能，继而

实现价值倍增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结合形成数据资本，数据资本的“两

重创新性”是生产力提升的关键。这不仅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促进其他

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间接提升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17］。
其三，关于数据要素作用效果的研究。研究者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展开了探索。在微观

层面，数据要素作用机理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数据要素借由搜集、挖掘、分析和

处理等方式释放其承载的价值信息，通过调整投入—产出比例来提高要素层面资源的协同与配置

效率［18］，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数据要素推动信息的挖掘与处理，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

性，有利于企业掌握精准情报，从而提供专门化的产品和服务［19］。第二，数据要素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企业间的协同、交流和共享行为能最大化地提升创新效率，为生产效率的提升奠定基

础［20］。第三，数据要素优化技术选择，数据动态反馈机制便于生产方适应消费端的偏好变化，

促使高数据存量企业能以最优技术进行高效率的生产［21］。在中观层面，成本控制是影响数据要

素作用价值的重要逻辑。数据要素的运用使搜寻、复制、运输、追踪和验证等成本降低，使经济

系统的运行更有效率。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全流程的优

化，运用数据要素的产业和企业将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数字化蜕变。数据要素的动态生产周期演变

能激发产业的信息、流程、业务和生态的数据化，促进新兴数字化产业链、物流链、服务链和价

值链的形成［22］，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亦能为传统产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宏观层面，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和长尾效应是数据要素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增长的机理。一方面，

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提升经

济社会各领域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数据要素倍增的机制主要是通

过促进企业高质量决策、增进市场高效运行、提升多要素合成效率、驱动高效率创新等，实现内

生性经济增长［23］。另一方面，数据网络效应不同于平台网络效应，当产品的价值随数据增多而

增加，且数据伴随该产品的使用而增多时，就会产生数据网络效应［24］。随着聚合数据的不断增

加，数据对每一位用户的价值也随之提高，更多的数据会继续几乎无限期地产生价值，并给平台

经济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与经济价值，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5］。因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26］认为，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不仅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加快推

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而且有利于赋能实体经济，促成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支点，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综上，现有文献对数据要素的价值认知、增值方式和作用效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

究，但是关于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界定、数据要素倍增效应机制的文献则相对较少。虽然部分文

献中涉及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但鲜有文献明确界定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概念，尤其对发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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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倍增效应的底层逻辑和路径的研究不够深入。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系统地

梳理了数据要素的倍增框架，清晰界定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概念，并构建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

的模型，丰富和拓展了有关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理论研究。其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

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机理，揭示了数据要素通过驱动要素配置决策和驱动企业运行决策实现

价值倍增的特征事实。最后，从数据要素积累不充分、运用不完善和规制不健全等方面探讨了发

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应在要素层健全数据整合机制、在产业层丰富数据应用

场景、在制度层完善规章制度等政策建议。

三、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理论机制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进一步加深，大数据技术加速发展

并不断深入行业应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不断凸显。为了落实党和政府关于数据要素的相

关政策，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在讨论如何激活数据要素潜在价值、如何推动数据生产要素与传统生

产要素叠加和融合从而发挥倍增效应等问题，然而对于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本源问题缺乏深

入研究。本文从概念界定入手，揭示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理论机制。

（一）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推导

⒈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概念界定

倍增效应源于电磁物理学。法恩斯沃思观察到在真空管内的某些区域会累积带电粒子，并提

出了倍增器的概念和倍增效应。这个现象被后人称为二次电子倍增效应，其体现的是高频腔内电

子的一种反复振荡放大的过程。经济学中的倍增效应衍生于乘数效应，乘数效应用以反映经济活

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引起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笔者认为，经济学中的倍增效应是指，

在给定经济周期中，各类生产要素通过规律性的协同整合进入经济系统，产生的经济总量远大于

（数倍于）单一生产要素产出的现象。例如，要素生产率是指考虑某种或者某几种要素投入带来

的产出变化，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投入要素（土地、劳动、资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产

出增加，其通常被视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

根据生产要素在经济系统中的实际效应，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类：第一，基础要素。指维

持生产活动所必须的最基础要素（土地、劳动），缺失此类要素会直接影响生产活动的进行。第

二，催化要素。其能从效能和产能等方面间接促进生产力的提升，缺失此类要素不利于生产活动

正常进行，但仍能维持一定程度的低效产出，其中资本引导与技术赋能则是催化要素促进生产力

提升的主要增长路径。第三，运转要素。其通常不直接作用于生产，但在生产循环中占据枢纽地

位，并通过流通传导反馈生产状况、传递生产需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活动中的其他要素。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运转要素，是进一步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单独依靠某一

种生产要素难以推动经济增长，数据要素创造价值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协调整个经济系统内的资源

配置。数据要素是其他生产要素联通运转的桥梁，资本推动技术突破、技术反哺资本利润，数据

是要素间的传输纽带并具有优化基本要素配置、放大催化要素增力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数据要

素通过价值倍增、资源优化和投入替代等方式［14］创造价值。 
数据要素是数据生产要素的简称。数据要素进入经济系统，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活动

效率的提升、技术水平的改进和运行成本的控制等各方面均会产生影响。数据要素能在经济活动

中释放价值，得益于其通常借助非线性的协同作用与其他要素有机结合，继而相互影响并实现全

要素生产率的几何倍增［27］，在整体经济效益提升的过程中体现其价值倍增的能力。为了更清晰

地厘清数据要素价值倍增的基本原理，界定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实质，本文从生产要素角度出

发，通过对比数据要素未参与的简单生产循环与数据要素参与的优化生产循环，分析数据要素倍

增效应对生产系统整体经济价值产生的影响，具体如图1和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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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和图 2所示，假设在经济系统中仅考虑劳动（L）、资本（K）、技术（A）和数据（D）
这四种生产要素，则在一个其他条件恒定的生产周期内，可以得到数据要素未参与的简单生产循

环流程（图 1）和数据要素参与的优化生产循环流程（图 2）。在数据要素未参与的生产周期内，

给定技术水平A的条件下，原始投入K和L在经过一系列生产环节后所得到的产出Y可分为三个

部分：①扩大再生产部分，即运用剩余的生产性积累维持后续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的再生产部

分。②其他要素流向部分，即经过该生产循环创造出的、在后续循环中不继续参与该生产的、可

直接流向其他生产系统中的流动产出。显然，其他要素流向部分与扩大再生产部分均是可直接观

测的、可直观由实体产出展现自身价值的部分，本文将其定义为显性产出。③伴随生产过程产生

的数据要素部分，即经过一系列生产过程自然而然积累的数据要素，其实质是与经济生产相关联

的有效信息的合集，亦可看作生产经验和技术学习的累积。则无论是否运用数据要素开展生产，

数据要素的积累依旧是持续的，由于此部分产出不易被量化观测，本文将其定义为隐性产出。

如图 1所示，当数据要素未参与生产循环时，伴随生产过程产生的数据要素处于一种未开发

的孤立状态。如图 2所示，当数据要素参与生产循环时，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由数据要素主导的

数字化生产推翻了原本的生产模式，与数字化相关联的新技术、新流程、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持续

性渗透并深刻地改变了生产循环和产业链构成。此时，更低的成本、更好的服务和更优的产品成

为数字化产业的标志，全产业链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也得以充分展现。

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数据要素的转换倍增效应，即数据要素的初次价值

倍增，指数据要素在单一生产周期中将其他要素转换为具备更高价值生产要素的过程。在单次的

生产循环中，数据要素能通过与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的有机结合实现单一要素的价值倍增，产业

链的生产率也因此得到提升。第二，数据要素的循环倍增效应，即数据要素的再次价值倍增，指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循环生产的特性，将伴随上一次生产过程的隐性产出（数据要素）再次并入已

有的数据集合中，在丰富数据集广度的同时提高后续数据要素在转换倍增中赋能的强度。在逐次

叠加的过程中，数据要素助力其他生产要素更大化地释放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亦在丰富积累的过

程中反哺数据要素，使数据要素的积累形成飞轮效应，在新一轮的生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上述生产循环过程的推导可知，数据要素并非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全新要素，只是并未

在简单生产循环过程中得到充分运用。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并非是孤立的，其作用于经济系统层

 图 1　简单生产循环图                                                        图 2  优化生产循环图

生产循环

数据要素参与

产出（Y）

数据（D）

技术（A）

资本（K） 劳动（L）

转换倍增

循
环
倍
增

②其他要素
    流向部分

③伴随生产过程产
生的数据要素部分

①扩大再生产
        部分

生产循环

数据要素未参与

产出（Y）

资本（K） 劳动（L）

技术（A）

②其他要素
    流向部分

③伴随生产过程产
生的数据要素部分

①扩大再生产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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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增长。这里的“倍增”是与传统经济系统相较而言的，是数据要素参与到新的生产过程中所

发挥的特殊价值。因此，本文对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界定如下：在稳定的经济系统中，伴随经济活

动产生的数据在数字技术支撑下持续迭代积累、重复使用和协同优化，并使数据价值倍增的现

象。在这个界定中，笔者认为，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由两部分组成：第一，提高单一要素价值，产

生瞬时的转换倍增效应。第二，优化经济系统循环，产生持续性的循环倍增效应。在这两种效应

的共同作用下，数据要素能动态持续地作用于其他要素并产生更多的数据，数据要素倍增带来要

素投入增加和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提升，最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⒉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理论推导

为了明晰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深层内涵、完善数据要素的理论框架，本文借助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推导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一般表达形式。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表达形式为：
Y = f (A,K,L ) = A(α)KβLχμ （1）
其中，A(α) 表示综合技术水平，β和 χ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的弹性系数，μ表示误差参数。

鉴于数据要素转换倍增效应的存在，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给定的经济系统中与数据要素存

在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现将数据要素引入该生产函数之中，可构建α = D1 (d)，β = D2 (d)，χ =
D3 (d)，d ∝ Y，分别表示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关联函数。为排除误差项的干扰，令μ = 1，最

终得出新生产函数如下：

Y = F(A,K,L,d) = A[ ]D1 (d) KD2 (d) LD3 (d) （2）
分别对新生产函数Y关于劳动、资本、技术、数据各要素进行求导，可得：

MPL = ∂Y
∂L = A[ ]D1 (d) D3 (d)KD2 (d) LD3 (d) - 1 = D3 (d)

L Y （3）
MPK = ∂Y

∂K = A[ ]D1 (d) D2 (d)KD2 (d) - 1LD3 (d) = D2 (d)
K Y （4）

MPA = ∂Y
∂A = KD2 (d) LD3 (d) = Y

A[ ]D1 (d) （5）

MPd = ∂Y
∂d = ∂A

∂d
∂D1 (d)

∂d KD2 (d) LD3 (d) + Y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lnK ∂D2 (d)

∂d + lnL ∂D3 (d)
∂d

         = Y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A
∂d

∂D1 (d)
∂d

1
AD1 (d) + lnK ∂D2 (d)

∂d + lnL ∂D3 (d)
∂d

（6）

其中，MPL 为劳动边际生产；MPK 为资本边际生产；MPA 为技术边际生产；MPd 为数据边际

生产。现定义m = ∂D2 (d)
∂d 、n = ∂D3 (d)

∂d ，分别表示资本、劳动产出受数据要素影响的倍增系数，

s = ∂A
∂d

∂D1 (d)
∂d ，表示技术受数据要素影响的倍增系数，继而有：

MPd = Y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s
AD1 (d) + mlnK + nlnL （7）

其中，MPd表示数据要素单次生产流程所发挥的倍增效应。若给定周期T内的经济系统中有 t
次 生 产 ， 其 中 ， t=1， 2， … ， N， i∈ t， 则 第 i 次 数 据 要 素 发 挥 的 倍 增 效 应 为 MPdt =
Yi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s

AD1 i (d) + mlnK + nlnL 。 那 么 ， 在 T 周 期 内 数 据 要 素 发 挥 的 倍 增 效 应 为 MPdT =

∑
i = 1

t Yi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s

AD1 i (d) + mlnK + nlnL 。结合前文的推导可知，数据要素的单次倍增效应受经济系统内其

他生产要素和数据要素作用程度的影响，s、m和n等倍增系数的提升与数据要素的转换倍增效应

正相关。此外，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在给定生产周期内具备时序性，数据要素完成上一轮生产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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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赋能的同时会持续影响下一轮生产的进行，其循环倍增效应表现为，在往复迭代累积的过程中

不断提升经济系统内整体的要素价值，这与前文关于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分析是吻合的。

（二）基于决策的数据要素倍增机制

从前文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界定与理论分析可知，数据要素并非独立作用于经济系统，其倍

增效应的发挥往往伴随着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相互协同、数据重复使用和融合驱动创新，这也是数

据要素实现价值倍增的必要环节。具体到实践中，经济决策效率提高是其主要表现形式，链式决

策优化则是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深层机制。

所谓“决策”，狭义上指决定的策略或办法，是人们为各种事件出主意、作决定的过程。事

实上，“策”的涵盖面非常广，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方案、资源配置模式和生产技术使用方式实

质上都是“策”，决策就是最优“策”的确定与落实，是经济行为的根本。数据要素通过决策优

化发挥倍增效应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得以实现：第一，数据要素通过决策优化提高认知能力。知识

与智慧层次的飞跃使人类对世界的感知、理解、预测和控制能力提高，这有利于推动价值的发现

与创造。第二，数据要素通过决策优化提高经济行为效率，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催生新生产

模式与变革生产方式，促使生产效率达到新的境界。已知“策”的适配能够使经济行为趋向帕累

托最优，未知“策”的创新能够扩展效率的可能性边界。可见，决策优化是经济效率提高的根

本。在完整的链式决策中，数据要素通过寻找优“策”、辅助决“策”，最后落实决策，借决策效

率的优化完成价值的释放与增值，这就是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深层逻辑。基于此，笔者利用

宏观机理和微观机理绘制了数据要素驱动链式决策优化发挥倍增效应的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 3　数据要素驱动链式决策优化发挥倍增效应的示意图

生产力截面Ⅰ 生产力截面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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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倍增效应的宏观机理：数据要素驱动资源配置决策

在宏观层面，数据要素驱动资源配置决策以发挥倍增效应。数据融入劳动、资本、技术等要

素，凭借算力平台和算法技术的辅助能够促进资源配置趋向新的优化，通过改变要素比例或技术

配置方式使等量投入产能与效能提高。在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完成生产力截面的跃迁，①  继而实现

单一要素在整个生产周期中的价值倍增。在前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引入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模

型为Y = A[ ]D1 (d) KD2 (d) LD3 (d)，下文基于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不同类型分别讨论倍增效应机制。

其一，数据要素的转换倍增效应。数据要素能调控其他要素配置，通过优化单一生产要素的

配置决策以提升其自身价值，在模型中用D1 (d)、D2 (d)和D3 (d) 表示。在转换倍增的过程中，数

据要素不直接参与生产，但能深化生产认知和降低生产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逐步影响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通过驱动其他要素的配置与使用决策的优化实现价值

倍增。以农业为例，未知病虫害突发时，如何配置已有资源降低突发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成为破

局的关键。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于，其能够及时传递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有效信息，驱动要素配置决

策的高效运行。具体而言，若在给定资源下应对病虫防治的最大劳动力配给②为L1，实际生产中

数据要素与算力、算法结合并作出分析决策后的投入劳动力则为 L2。显然 L2 的大小与数据要素

化的程度和能力相关，数据要素传递的有效信息越及时、越充足、越准确，病虫害的危害面积越

小，所需投入的 L2 值越小，劳动要素的配置决策越精准高效。继而有 ΔL = L1 - L2，L2 ≤ L1，

其中，ΔL表示数据要素驱动下单次劳动力要素配置决策所产生的要素差值，表明L2 份额劳动力

投入实现了 L1 份额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意味着融入数据要素后对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决策提升

了单一生产要素的初始价值，劳动力要素的价值因此而倍增，生产力截面也由Ⅰ升至Ⅱ，具体如

图 3所示。则有Lε = L + ∑ΔL，其中，Lε 表示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后的劳动要素总值；ε ≥ 1，
ε表示数据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转换倍增强度；∑ΔL表示生产周期内每次劳动力要素配置决策

所产生要素差值的总和，其亦是数据要素驱动要素配置决策后所创造价值的直观体现。

其二，数据要素的循环倍增效应。数据要素能在给定周期内反复调控某一配置下的所有生产

要素，通过优化生产要素整体的要素配置决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结合前文分析，要素整

体的配置决策受数据要素积累和认知深化程度的影响，与时序的推进正相关，因而可根据生产周

期的跨度，从短期和长期分别探讨数据要素的循环倍增。在短期生产中，给定 t轮次的生产周期

T内，短期数据要素驱动整体生产要素配置决策通常以对比为主，其着眼于实际场景，将现行的

生产要素组合与已知可能的配置方案进行对比分析，以数据要素实时传递的有效信息为基础，作

出精细化的判断、预测和配置决策，从而实现生产能力的提升，使实际生产点尽可能地与生产边

际曲线重合。但由于缺乏时序上的数据要素积累，故而有 Yt = Y1 = A[ ]D11 (d) KD21 (d) LD31 (d)，YT =
tY1 = tA[ ]D11 (d) KD21 (d) LD31 (d)，其中，Yt和YT分别表示第 t轮次的产出与周期T内的总产出，体现的

是短期数据要素驱动决策以促进要素配置趋向最优化的过程。而在长期生产中，问题导向使要素

配置决策不断改进，创新驱动则是改进的主要路径。当现存的生产要素组合无法满足逐渐提升的

生产需求时，新认知、新问题的积累将诱发产生新创新欲求与决策欲求，产品、生产方法、销售

市场、原料供应和生产组织等新组合形式应运而生。此时，总产出YT = ∑
i = 1

t A[ ]D1i (d) KD2i (d) LD3i (d)，

创新发展将实现经济体系的全新飞跃，生产力截面由Ⅱ升至Ⅲ，具体如图 3所示，其体现的是数

① 在生产理论中，生产函数所描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被称为生产前沿面。如图 3中宏观机理部分所示，此处生产力截面的跃
迁指生产前沿面的扩展。

② 实际生产活动中病虫害的蔓延呈现显著的时序阶段性，不同时期应对病虫防治所需投入的劳动力数量不同，“最大劳动力
配给”即在整个生产周期中不影响产量情况下的最大配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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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素长期驱动决策以促进要素配置突破生产边界的更优化过程。

2. 倍增效应的微观机理：数据要素驱动企业运行决策

在微观层面，数据要素驱动企业运行决策优化以实现倍增效应。数据参与企业运作的本质是

通过发挥算力的优势形成智能化闭环，及时地开展生产、处理、传输和分析等系列可度量、可追

溯、可预测、可传承的算法活动，凭借“数据+算力+算法”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挖掘新的、具备

预知性的有效信息以作用于其他要素，在信息挖掘与积累的过程中降低生产活动的不确定性，继

而推动企业决策的智能化与高效化，在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同时驱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

型。具体而言，初步收集的数据经整合处理后，借助可实施的决策在应用场景中释放价值。数据

要素融入场景应用，在数字平台、数字技术等数字化工具的辅助下展现要素属性，在决策链中循

环往复，逐步驱使企业生产决策、管理决策与战略决策等环节的流程优化，最终提升经济效率。

具体地，可将该流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决策欲求产生，以“数据+算力”高度结合为主。在数字时代的高技术密度属性

下，算力服务平台蓬勃发展，逐渐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算力的提升为收集广

泛、低成本、大规模可得且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数据提供了可能。充分发挥算力优势，大量、多

样、高效地搜集、挖掘、分析和处理可得数据是该阶段的主要内容。依托一体化的算力服务平

台，相关企业实现对算力、存储、网络和数据等分布资源的整合，继而根据科学计算、工程计算

和智能计算等场景需求，向用户输出算力、算法、数据与应用高度协同的一体化资源。在此过程

中，碎片化的数据得以积累，形成海量数据并转化为数据资源，数据资源在生产中被使用并趋向

要素化，数据要素价值初显，微观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与理解亦得以深化。在“认知现状→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数据要素化与问题导向链的推进同步进行，继而在问

题中产生决策欲求以赋能整体流程的实时跟进，这也是企业运行决策和要素价值倍增的源头。

第二阶段，决策行为落实，以“数据+算法”高度结合为主。算力侧重数据的要素化转变，

而算法关注要素价值的释放。“数据+算力”助力决策欲求产生，“数据+算法”则是推动决策行

为落实的关键。数据要素驱动决策包括预决策、策分析、终决策三个步骤。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来

看，“策”是生产函数，“决策”即是在给定生产要素中挑选契合的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预决

策是生产函数的预选择，指通过对事物的过去和现在进行科学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寻找出其发展变

化规律，进而利用一定的方法或技术预测未来发展的态势和方向，最终为决策落实增加可行性与

选择性的甄别过程。策分析是对可供选择的生产函数的期望预判，是算法技术优势与数据要素的

深度结合。以信息、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算法本身具有运算强、传输快、全时工作、决策一致

性高和失误率低等特点。在数据要素融合和协调的驱动下，利用不断优化的算法持续挖掘数据，

使不同预测周期时效范围内事物的普遍规律、特殊规律在同一时空内得以呈现，继而依靠其在海

量数据搜寻、数据分析、内容生成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优势，逐步形成一种针对应用场景的靶向选

择方案，能够大幅提高决策的可实施性与合理性［28］。终决策则是权衡各方案作出的行动选择，

决策执行使数据要素的价值得以体现，是企业运行与价值倍增的重要节点。

第三阶段，决策结果反馈，是“数据+算力+算法”的多维融合。决策落实是数据要素创造

价值的开端，决策结果反馈则是实现数据要素价值增值的必要手段，以“数据+算力+算法”驱

动链式决策优化是其本质所在。具体而言，决策执行引发新数据的产生与积累，算力、算法再次

助力数据的要素化与价值化，逐渐形成往复前进的逻辑流程链。延续前文推导，在此过程中，第

p次决策链式流程中的产出为：Yp = A[ ]D1p (d) KD2p (d) LD3p (d)。当此决策下的产出满足预期时，决策

反馈为正，表明该“策”执行成功，该场景下可供参照的决策案例与数据得到丰富，数据要素的

价值通过转换倍增得以释放，决策的可实施性提高，该场景下的决策效率由此得到直接优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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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决策反馈为负，表明该“策”执行失败，该场景下决策失败的案例得到补充，相应的数据成

为后续决策的反面参照。新的决策欲求产生，数据要素进入新一轮的决策循环之中。而当现有

“策”的选择无法满足实际所需时，负反馈会进一步催生新生产函数（“策”）的设计，激发创

新欲求以拓宽决策的可选择性。最终在给定周期内将形成循环往复的链式决策，决策产出将呈螺

旋上升，有Y = max [ Y1，Y2，…，Yp ]，数据要素的循环倍增得以体现，在循环的决策优化过程

中实现了数据要素的价值倍增。

对企业而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影响企业运行的作业决策，使资源配置、成本取舍、流

通定制等环节随数据要素的介入趋向数字化、创新能力提高、资本结构改善［29］、生产效率提升。

同时，数据与算力、算法结合，进入微观企业的业务流，使传统人力运营升级为智能化的数据驱

动、管理决策由经验主导逐渐演变为数据主导，降低了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重构了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提升了组织效率。综上，数据要素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数字化转型已经

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据要素支撑预测与判断，明确企业前进的方向，对提升微观

企业生产和经营效率产生深远影响。简言之，在转换倍增效应与循环倍增效应的交替作用下，

“数据→决策→反馈→新决策→复反馈→……”这一曲折前进的发展路径优化了企业决策，是微

观层面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最核心的运作机理。

综上，数据要素驱动决策优化是发挥倍增效应的主要途径，企业运行决策优化促进企业改善

经营和提高效率，要素配置决策优化则推动了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要素贯穿链式决策优化

的全流程，通过转换倍增效应与循环倍增效应提升其他要素的配置效率，既促进决策改进又实现

要素合理配置，不断推动各类生产要素价值由更优化向最优化跃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制约因素

目前，中国数字经济正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和普惠共享的新阶段，然而数据要素的作用

刚刚开始发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和倍增效应在要素层、产业层和制度层等各层面仍存

在诸多阻碍与制约。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本文将结合前文的理论框架与典型事实，深入探

究数据要素在各层面发挥倍增效应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要素层：数据要素积累不充分，要素化流程受限

要素层是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基础。自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明确提

出“加快 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以来，中国的数据资源供给与数据要素

化能力显著提升。2021年，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量（193个）较 2012年（3个）增长了 63倍，大

型数据中心占比超过 80%，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趋势向好［30］。但综合来看，数字化建设对于

数据要素的整合能力仍有待提升，距离“高存力、高算力、高运力、高安全、高能效”的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标准相差甚远，限制了经济决策所需的要素化数据的积累，不利于实体经济的产业结

构转型与系统性优化［31］。
其一，从整体来看，中国传统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覆

盖不全面、网络联通协调性建设投入不稳定、算力驱动智能化建设开展不充分，致使大量数据资

源不能及时完成要素化转变，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22年，

国研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数字化采购引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报告显示，79%的中小企业处

于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初级探索阶段，尚未发挥数据要素的倍增价值［32］。《2019中国企业数字化转

型及数据应用调研报告》显示，有超过 80%的企业数据以非结构化为主，超过 90%的企业内部

存在数据孤岛，约 80%的企业不认可自身的数据挖掘能力，同时仅有不到 40%的企业采购第三

方数据，多数企业缺乏对外寻求优质、合规的第三方数据供应商的意识［33］。因此，系统化建设

滞后、数据管理水平低、数据质量不高等困境严重阻碍了数据要素的积累，是发挥数据要素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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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二，从局部来看，基础性建设中的数据存力建设相对滞后，不能满足急速增长的数据供给

与要素化数据储存需求，限制了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价值的发挥。数据存力是根据不同应用环

境需求，以存储容量为核心，包含性能表现、可靠程度、绿色低碳在内的有效保存数据的综合能

力。①数据存力是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并释放数据价值的基石。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根据Gartner、IDC数据进行整理和测算得出，美国数据存力充足性领先全球，高达 19. 4%；新加

坡、德国为 18. 8%、18. 4%，位列第二位和第三位。而中国行业全闪存占比不足 12. 0%，单位

GDP的存储容量为 23. 5GB，约为新加坡的 50%，且新型全闪存储占比为 20. 3%，仅达全球平均

水平的一半（41. 3%），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差距［30］。数据存力不足限制了数据要素化的进

度与量度，大量未完成要素化的数据难以被存储，极大地降低了数据要素的平均转化率，是制约

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重要因素。

其三，从发展来看，产业数字化程度与区域数字化推进水平的不均衡、不充分现象广泛存

在，数据要素在部分领域的挖掘、开发和吸纳能力欠佳，不利于数据要素的持续性积累与倍增效

应的发挥。以区域差异为例，根据《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测算结果，中国数字化发展

水平由高至低可分为全面引领型、均衡成长型和发展培育型等三个梯队。其中，以广东、浙江、

北京、江苏、上海等5个省份为代表的第一梯队得分均在0. 63以上，其具有数字经济体量大、创

新要素丰裕、基础设施完备、数字业态丰富、数字需求旺盛和政策配套完善等特征［34］。而第二

和第三梯队得分较低，其资源存量相对匮乏、产业结构失衡、技术创新不足、数据运转流通渠道

不畅、缺乏科学有效的整合能力，数据难以发挥关键生产要素的作用与价值。如何让数字化发展

从“盆景”演化为“全景”，让数据要素在全产业、全地区和全领域充分完成转化，则成为数据

要素充分发挥倍增效应的要点所在。

（二）产业层：数据要素运用不完善，决策链优化受阻

产业层是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关键。数据要素作用于产业生产，在不同场景中协调生产

要素配置并不断改进，最终趋向最优决策方案以达到期望结果。但这种关于灵活分析与运用处理

数据要素的能力正是中国当下数字化建设所欠缺的，数据驱动决策所追求的最优化结果由此而受

到制约，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难以充分发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数据算力限制。中国基于具体场景的算力应用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层次仍有待提升，数

据要素难以在决策链中得到充分运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底，中国算

力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 5万亿元，关联产业规模超过 8万亿元，算力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的核心引擎之一［35］。然而，中国的算力仍面临需求碎片化、配套芯片不强、传输能力不足、无

效算力增多、高端人才紧缺和协同互通困难等诸多挑战，且算力需求增速明显高于算力发展增

速。IDC发布的报告预测，2025年全球数据总量将增至 175 ZB，中国数据量规模将于 2027年达

到76. 6 ZB。可见，未来中国数据算力面临的压力将不断增加［3］。
其二，数据算法技术的外部性。算法技术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算法歧视、市场竞

争限制等一系列负外部性，进一步诱发多层次的垄断问题并造成经济效率损失［36］。南都反垄断

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平台反垄断监管观察报告（2021）》显示，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1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公布反垄断处罚案例 118 起，其中，有 89 起涉及互联网企业，

占总数的 75. 42%［37］。可见，数字平台垄断趋向多样化、隐蔽化与复杂化。主要原因在于，追求

技术与效率的算法结构无法真正地实现价值中立，数据的复用性、内生性等特征引发了平台垄

断。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隐私泄露及算法滥用等新型垄

① 该定义源于2023年4月20日华为和罗兰贝格联合发布的《数据存力 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基石》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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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现象频繁出现［38］，数据的负外部性极大地制约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发挥。

其三，数字要素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源稀缺，具备灵活运用数据要素以驱动决策优化能力的人

才队伍亟待壮大。一是实体经济中客观可投入的专业化数字人才总量不足，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数字化人才缺口约为1 100万人，各层次、

各领域和各岗位的人才供给不足问题显著。以农业为例，2021年，数字经济渗透率仅为 8. 9%，

传统农民对数据要素的理解与运用能力严重缺乏，迫切需要新型数字农民引领数字农业的发

展［39］。二是投身数字化建设的人才质量不高，数字化思维理念贯彻不到位，数字素养仍有待提

升。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

报告》看，2020年，城市居民数字素养评估平均得分为 56. 3分，乡村居民仅为 35. 1分，且农民

职业群体的数字素养得分为 18. 6，比平均值低 57%［40］。整体而言，城乡数字素养鸿沟现象突出，

人均数字素养不高。在居民数字素养不高的情况下，实现链式决策的最优化、最大化地发挥数据

要素倍增效应的预期任重道远。

（三）制度层：数据要素规制不健全，规模化推广受制

制度层是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保障。围绕数据要素形成的数据基础制度将进一步推动中

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体制建设，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如何分类规划数字化的产业体系，建构、完善和推广数据要素的基础

制度则是规模性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关键所在，目前仍存在以下三个难点：

其一，数据要素权属界定不清晰，未定产权的数据难以用价格机制实现交易，市场存在的成

本与摩擦使效益损失无法避免。例如，数据资源可能涉及多个主体，原始数据拥有者与不同阶段

的数据控制者及使用者之间的权属和利益分配问题通常难以解决［41］。数据要素的强包容性决定

了其产权所属形式相对自由，但数据确权缺少权威性机构的明确规定，数据产权主体、客体和权

能领域均无完善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对数据要素的公共属性界定不明确，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

缺乏统一标准、公共数据价值无法充分体现等问题长期存在。长此以往，大量潜在的数据供给者

可能会趋向封闭数据，降低数据的交易与提供意愿，不利于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

其二，数据要素流通不顺畅，数据要素市场缺乏规范化、标准化和系统化的规则，场外交易

缺乏完善的制度体系，限制了数据要素规模化增值。2014 年，中国已经有数据交易平台上线。

2015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挂牌运营后，超过 80个大数据交易机构相继成立。数据要素市场基

础设施及交易环境有所改善，但在数据要素的入场交易及流通等环节中仍存在多重壁垒。从业务

模式来看，场内交易不规范问题较多，落地业务基本局限于中介撮合，场内交易各机构成立之初

设想的确权估值、交付清算、数据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等系列增值服务未能实现。从经营业绩来

看，场内交易存在数据成交量低迷、数据市场开拓有限、数据流动能力不足等问题。可见，发挥

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路还很长。

其三，数据要素安全及隐私难以保障，缺乏良好的数据运作环境，阻碍数据要素化进程。

IBM 发布的《数据泄露成本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数据泄露平均规模达 25 575条，损失成

本由 386万美元升至 424万美元，平均损失总成本增加了 10%，严重阻碍了数据要素的高效、稳

定和持续运转［42］。在数据安全保障制度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对数据分级保护制

度、数据安全应急处理机制、数据安全审查制度和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等方面作出了相应的法

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对个人数据的安全隐私保护制度作出了法律补

充。然而，囿于数据要素规制与相关法律法规的适配性较差、现存法律法规对细分领域的安全保

障制度尚待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致使数据丢失与隐私泄露、数据用户的安全意识薄弱等问

题频发，这些均制约了数据流通交易、开发利用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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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聚焦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和数据要素倍增效应这个热点

问题，构建了数据要素价值创造和释放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机理是通

过链式决策优化实现要素配置效率与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本文结论主要包括：其一，界定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概念，明确了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

素的联系与区别，分析了数据要素在生产循环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将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划分为

转换倍增效应与循环倍增效应，在此基础上推导了倍增效应模型。

其二，厘清了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理论机制，基于决策优化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倍增效应

的宏观机理和微观机理。决策优化是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主要路径，由宏观层面的数据要素

驱动要素配置决策和微观层面的数据要素驱动企业运行决策两条路径实现。

其三，剖析了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在要素层、产业层和制度层存在的阻碍与制

约，例如，数据要素积累不充分、运用不完善和规制不健全。为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发挥数据

要素倍增效应，应健全要素层数据整合机制、丰富产业层数据应用场景、完善制度层规章制度，

才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其一，在要素层健全数据整合机制，增加数据要素供给以稳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要注重经

济生产过程中隐性产出的积累，将隐性产出中的数据资源有序整合以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一

是加强和优化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汇聚、共享、流通、交易和应用等新需求对基础设施

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应以支撑数据要素流通的各类硬件设施和软

件平台为代表的新型数据基础设施为着力点，坚持以点带线、以线促面，分阶段推进各行业、各

领域和各地区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升数据要素的原始积累。二是企业要兼顾数据要素供

给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协调数据要素的转换倍增效应与循环倍增效应，促进数据要素资源的有

序开放。具体来说，企业可以应用一站式的BI数据分析平台，将各系统数据进行统一整合、存

储和分析，并通过搭建数据仓库，构建按主题模型存放数据的模型层，提升数据整合的效用与科

学性，构建指标层以提升基础数据的复用程度，继而推动数据管理有效落地，最终实现数据整

合、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的良性循环，为数据的要素化转变提供坚实基础。

其二，在产业层丰富数据应用场景，提升要素运转效率以探寻产业数字化高速发展契机。数

据的价值在于应用，应用的关键在于场景。发挥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必须以应用场景为基础，运

用大数据的理论和技术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实践。一是在产业内构建全面的数据应用体系，从

顶层设计着手，围绕业务线确立自上而下的数据应用行动指南。以企业的全流程业务为思路，构

建从销售端到生产端到研发端再到支持端的全方位应用。以业务场景为核心，在算法技术与算力

基础的支持下，借助不同管理视角的数据聚焦企业关键业务，进行整体优化改善，继而促使数据

要素的倍增效应充分展现，实现企业在不同阶段、不同场景中更高效、更准确地运行。二是丰富

公共数据价值创造模式。公共数据是数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快推进各地区各行业公共数

据资源的有机融合以激活公共数据的价值和潜能。应加快《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

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落地落实，区分使用场景、规范授权运营，探索公益与商业

相结合的开发利用机制，建立健全公共数据资源供给机制和分类分级授权使用机制，构建以应用

场景为牵引的数据开发应用机制，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和市场化运营的反哺机制，强化公共数

据资源高效汇聚和公共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的良性互动机制。三是重视培养细分领域的数字化专业

人才，提升数据要素的运转效率，确保数据要素在不同场景数字化应用中高效发挥倍增效应。建

设包括专门领域的技术培训中心、产学研一体化实践基地等成熟的复合性人才培育系统，细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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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域中数据要素的应用与发展，针对不同场景加强各种专业化的数字人才塑造，培养数字农业

专精人才、智能制造专精人才和人工智能研发人才等。优化人才选拔和培养方式，加强国际技术

交流与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培养、吸纳和激励不同层次的数据人才，让数字化人才融入各

个领域，赋予传统产业创新动能，为数字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其三，在制度层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营造健康的数据流通产业生态，保障数据价值释放。数

据要素的规制完善是实现规模性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条件，也是确保数据要素在数据产权、流通交

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等方面健康发展的前提［43］。一是要强化三类数据要素制度体系建设，

其中，基础类制度包括数据采集、数据产权和收益分配等推动数据要素化的规则；发展类制度包

括技术应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流通交易、跨境流动和数据资产入表等促进数据市场化的规

则；治理类制度包括数据伦理、数据质量、数据隐私、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等涉及数据安全使用

的规则。二是要扎根数据场景应用，以建立健全流通交易规则为抓手，探索建设差异化的数据交

易场所和多样化的流通模式。目前，各级政府正大力推动公共数据在开放平台和数据交易所实现

流通，探索形成政务数据有序开放、公共部门端数据先行“入场”交易、企业端数据“跟随”交

易的数据流通交易模式。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应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多层

次、由境内到境外的梯度发展规律，基于数据流通场景，沿着“价值形成—价格发现—竞价成

交”的演进路径对数据资源及数据产品的定价机制展开科学的资产定价评估，并鼓励各方协力创

新数据交易流通试点，尽快完善统一、有序和规范的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形成多样化的数据流

通和开发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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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Data elements” have rapidly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links such as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circulation, 
consumption, and social service management, gradually becoming fundamental resources, important productivity, and key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Building a digital economy with data as the key element and fully 
leveraging the amplification, superposition, and multiplication effect of data element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how data elements play a multiplication 
effect, especially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constraints of the multiplication effect of data elements.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ultiplication effect of data elements,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multiplication effect on the overall economic value of the production system using a simple economic production model, and 
divides its paths into conversion multiplication and cycle multiplication. Referring to the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is 
article derives a functional model of the multiplication effect in general cases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hain decision process optimization”. The optimization of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is the main way to leverage the 
multiplication effect. The optimization of enterprises’ operation decision‑making improves business operations, while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making promotes high‑quality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s shifting towards a new stage of deepening application,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e shar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obstacles and constraints in the multiplication and 
multiplication effects of data elements on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t the factor level, industrial leve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 Therefore, the multiplication effect of data elements has not been fully reflected. In practice, factors such 
as insufficient accumulation, incomplete application, and inadequate regulation of data elements restrict the value release of 
data elem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ound 
data integration mechanism at the factor level, enrich data application scenarios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and impro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o activate the potential of data elemen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element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t issues of factor value release and multiplication effec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data element value release. The mechanism of data element multiplication effect is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cha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o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 
Key words：multiplication effect of data elements； value of data elements； digital economy； decision optimization；data 
elements multiplication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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